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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层面的上游度，
得以全面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企业的贸易风险传递效应。研究发
现：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出
口风险，表现为更低的出口倾向、更少的出口额增长以及更高的出
口市场退出风险，支持危机期间存在价值链传导的 “长鞭效应”假
说。此外，从企业动态来看，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冲击主要
由处于价值链相对较上游的新进入企业造成。

　企业上游度，金融危机，全球价值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２．０５

一、引　　言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萎缩，

部分国家的贸易缩减程度甚至达到了贸易总额的３０％ （Ｂａｌｄｗｉｎ，２００９；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几乎所有大型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崩溃

现象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作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外贸易

总额也在２００９年减少２　２９０．８亿美元，同比降低１７％，这是极为罕见的现

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金融危机传播范围如此之广泛，

无疑与基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有深刻的联系。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各国经济分工与合作日益紧密，通过从研发、

组装、制造到销售的各个价值链环节的分工与合作，将传统的 “国家制造”

转变为 “世界制造”，在能够充分享受专业化分工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传染与传播，并随着生产网络链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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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被放大与扩散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Ｂａｑａｅｅ，

２０１８；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Ａｚａｒ，２０１９），即位于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通过价值链分

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分工链条的任何突发性需求冲击或是意外风险都将

被分工链条的依赖关系而不断放大。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Ｊ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Ｖｏｎ

Ｕｅｘｋｕｌｌ（２０１０）在研究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影响时，发现汽

车产业的冲击迅速扩展到了对其在利比亚的橡胶原料上游供应商收入的影响。

Ｚａｖａｃｋａ（２０１２）进一步指出，位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产品，例如相对下游端

的汽车零配件与相对上游端的钢铁产品，其在危机之后的下跌表现通常存在

很大的差异性。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企业生产合作关系变得日益密

切，决定了我们难以简单地从传统贸易观点去理解当前国际贸易的危机传导

效应，而是需要从一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处位置与分工环节来更为深

刻地考察贸易危机的波及冲击。因此，研究价值链分工中上游度对危机期间

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不仅能够有助于解答危机期间贸易大崩溃的关键原因，

更为规避今后的贸易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应对策略，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工作。

针对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贸易衰退，一些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进行了考

察，包括融资约束的作用 （Ｃｈ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１）、贸易保护的兴起 （Ｅｖｅｎｅｔｔ，２００９）以及需求缩减、全球供应链波动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Ａｌｅｓ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这些文献为我们客观

审视贸易危机的发生原因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然而有别于这些研究，本

文试图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这一重要背景，从企业在价值链分工体系的

位置差异来考察贸易危机的冲击效应。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视角来看，

危机后的贸易波动可以采用 “长鞭效应”的理论来解释。这个效应指的是，

供应链最末端产品的需求波动会通过供应链的传递而被放大，导致最上游的

生产商面临着最大幅度的需求变动。学术上对 “长鞭效应”的早期定义主要

来自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等学者，他们清楚地列出了长鞭效应的四个来源：需

求预测、订单的批量处理、价格波动及定量配给和短缺博弈。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贸易崩溃的环境下，需求预测机制的相关影响变得更大。由雷曼兄弟破产

引起的巨大需求冲击之后，厂商们处在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这使未

来的需求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从长鞭效应的逻辑来看，人们通常认为最下游

的企业会尝试减少库存以适应新的需求水平，因此会减少对供货商的订单。

厂商会保证库存满足至少部分的需求，这就导致库存的减少量与最终产品销

售量的下降幅度相比并不一致。那些发现自己的产品需求降低的供货商们也

会调整他们的库存，冲击由此传递给了他们上游的供货商，以此类推，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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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效应被不断放大。在最终需求恢复后，供应链中的所有厂商不仅要满足

新的需求，还要补充库存。同理可解释反方向的运作机制。此效应的明显影

响是，所有的中间商品并没有被等量地生产，越是上游的生产者会遭受越大

幅度的冲击。这是文章的核心结论：从价值链视角来看，金融危机对处于价

值链不同环节企业的出口贸易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异，越是处于上游端的生产

者遭受的冲击程度越大。

来自不同国家的经验证据支持了价值链传导效应的存在。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２００９）的研究指出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发展，全球供应链生产对国际贸易

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旦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外部冲击，都会通过放大

效应作用于整条供应链，以致引发贸易额的大幅缩减。Ｋｕｒｏｉｗａ　ａｎｄ

Ｋｕｗａｍｏｒｉ（２０１０）进一步指出金融危机后韩国机电行业对美国出口的缩减，

其中有３０．４％是由与中国的 “三角贸易”对美国出口的缩减造成，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Ｂｅ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

的，Ｎａｇｅｎｇ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ｈｒｅｒ（２０１６）基于增加值的视角分析危机期间贸易崩溃

的原因，发现垂直专业化是导致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即可解释贸易下降幅

度中的４０％。Ｚａｖａｃｋａ（２０１２）基于美国行业进口数据发现，在面临需求冲击

时，价值链分工位于上游的行业进口的波动性和产品退出市场的可能性更大。

为数不多的研究对中国出口贸易在危机期间出现的波动和调整问题进行

了考察，如戴翔 （２０１１）的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与拓展会通过垂直一

体化分工、水平一体化分工以及产业间的关联交互作用，成为导致贸易震荡

相对于经济波动具有 “过度”反应特征的原因。田文等 （２０１５）对价值链重

构和中国贸易波动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受危机影响，一

般贸易增长率下降较多 （一般贸易相对加工贸易更加上游）。进一步的，王朝

南和田文 （２０１５）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我国流通企业消费品订单指数和存货指

数的月度数据对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波动的传导机制及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存

在订单调整机制、存货调整机制、贸易叠加机制以及合成的 “长鞭效应”，其

中存货调整机制和订单调整机制的共同作用对我国贸易剧烈波动产生了长期

显著的影响。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也采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行业层面的国别贸易数

据，实证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程度与危机期间出现的 “贸易超

调”问题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现有国内文献尚未从企业层面深入分析

金融危机期间的全球价值链传导效应对贸易波动的影响，这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可突破的空间。

本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中 “长鞭效应”的视角，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处于

价值链上游的企业是否面临更严峻的贸易波动，包括静态的广延边际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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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集约边际 （出口额缩减），以及动态的企业进入退出国际市场等影响

效应。首先，我们创新性地测度了本文的关键技术难点———企业层面的上游

度，在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Ａｌｆａ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基础上，我们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

测度了该指标。其次，我们基于可获得的最详细微观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期

间出口企业的上游度对贸易波动的影响效应，不仅考察了上游度在危机期间

是否影响出口决策和出口额波动，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分析了企业上游度在危

机期间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调整的影响效应问题。最后，我们不仅考虑企

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对贸易波动的影响方向，还进一步考察了该效应的年度

影响以及影响机制问题，从而得以较为全面地刻画金融危机期间的价值链传

导效应。

本文后续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核心指标构建说明，第三部分为数据

来源、描述性分析和主要变量解释，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

结论和建议。

二、企业的价值链上游度指标测算说明

本文的关键研究难点是如何准确测度企业层面的上游度指标。因此，我

们进行了专门章节的具体说明。由于我们测度上游度指数时需要通过企业的

多种贸易产品的上游度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因此我们在实际测算该指数时必

须基于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才能得以测算。因此只有贸易企业才能准

确测度其上游度指数，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从事贸易企业的上游度

指数。遵循现有研究如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Ａｌｆａ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对该指

标的界定，我们选取了出口企业的上游度作为衡量出口企业所在价值链位置

的代理指标，以此考察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贸易企业ｉ的出口上游度指数在实际测算中是指将企业ｉ所有出口产品的

上游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ＵＸ
ｉ ＝∑ｊ∈ΘＸｉ

Ｕｊ×Ｘｉｊ

∑ｊ∈ΘＸｉ
Ｘｉｊ
， （１）

其中，ＵＸ
ｉ 表示企业ｉ的出口上游度指数，ｊ∈ΘＸｉ 表示企业ｉ出口产品集ΘＸｉ 中

特定的产品ｊ，Ｕｊ 表示产品ｊ的上游度指数，Ｘｉｊ 表示企业ｉ出口产品ｊ的

规模。

我们可以通过累计企业出口交易明细数据得到各产品的出口规模，因此，

计算企业进出口上游度指数的难度在于衡量产品ｊ的上游度指数。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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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Ａｌｆａ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方法，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产品ｊ的上游度：

Ｕｊ＝１×
Ｆｊ
Ｙｊ
＋２×

∑
Ｋ

ｋ＝１
ｄｊｋＦｋ

Ｙｊ
＋３×

∑
Ｋ

ｋ＝１
∑
Ｋ

ｌ＝１
ｄｊｌｄｌｋＦｋ

Ｙｊ
＋

４×
∑
Ｋ

ｋ＝１
∑
Ｋ

ｌ＝１
∑
Ｋ

ｎ＝１
ｄｊｎｄｎｌｄｌｋＦｋ

Ｙｊ
＋…，

（２）

其中，Ｙｊ 表示产品ｊ的总产出，Ｆｊ 体现了产品被作为最终产品使用的规模，Ｋ
表示产品的种类数；ｄｊｋ 反映了生产单位价值产品ｋ需要投入的产品ｊ的规模。

在式 （２）中，ｄｊｋ 体现了产品ｋ和产品ｊ之间的直接投入产出系数，故令Ｄ＝
ｄｊｋ｛ ｝ｊ＝１，…，Ｋ；ｋ＝１，…，Ｋ 表示所有产品之间直接投入产出系数形成的投入产出

矩阵，那么可以得到：

Ｕｊ＝
Ｉ－Ｄ（ ）－２　Ｆ
Ｙｊ

，

其中，Ｉ为Ｋ 维单位矩阵，Ｆ＝ Ｆ１，…，ＦＫ（ ）′为各产品被最终消费的规模。

为使Ｕｊ 能够体现开放经济的影响，我们将ｄｊｋ 调整为如下形式：

ｄｊｋＹｊ
Ｙｊ－Ｘｊ＋Ｍｊ－Ｎｊ

，

其中，Ｎｊ 体现了产品ｊ的存货变化。

计算Ｕｊ 的关键在于得到ｄｊｋ ，即产品间的直接投入产出系数。但遗憾的

是，根据现有可得数据，我们不可能直接获得基于贸易产品分类的直接投入

产出系数。企业贸易明细数据中的产品分类采用海关 ＨＳ编码，而来自中国

投入产出表的投入产出系数则为产业层面分类。为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分两

个步骤计算Ｕｊ ，首先在投入产出表产业分类的基础上，计算各产业ｊＩＯ 的上

游度指数ＵｊＩＯ ；然后，构建ＨＳ产品分类和ＩＯ产业分类的对应表，在对应表

中，特定的ＨＳ产品ｊ　ＨＳ 可能仅对应一个产业ｊＩＯ ，也可能对应多个产业ｊＩＯ ，

为分析方便我们将ｊ　ＨＳ对应的ＩＯ产业统一记录为集合ΘＩＯｊ　ＨＳ ；最后根据对应表

ｊ　ＨＳ，ΘＩＯｊ　ＨＳ（ ），我们以各ＩＯ产业的贸易规模作为权重，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

计算ｊ　ＨＳ ，公式如下：

Ｕｊ　ＨＳ ＝∑ｊＩＯ∈ΘＩＯｊＨＳ

ＵｊＩＯ ×ＴｊＩＯ

∑ｊＩＯ∈ΘＩＯｊＨＳ
ＴｊＩＯ

，

其中ＴｊＩＯ 为产业ｊＩＯ 进出口总额。具体的：

１．计算产业ｊＩＯ 的上游度指数ＵＩＯｊ
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为尽可能多地涵盖细分行业信息，描绘每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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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链位置，我们并没有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最新版的数据仅包含１８个

制造业分类），而是选取了 《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中１３５部门 “投入产出直

接消耗系数表”的数据测度ｄｊＩＯｋＩＯ 。用１３５部门 “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对

ｄｊＩＯｋＩＯ 进行调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１）将总产出ＹＩＯｊ 调整为表中的 “总产出 （ＧＯ）”－ “其他 （ＥＲＲ）”。

（２）对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进行调整，其中进口ＭｊＩＯ 、出口ＸｊＩＯ 和存

货变化ＮｊＩＯ 直接使用 “基本流量表”的对应数据。

（３）计算最终使用向量ＦＩＯ ，我们采用 “基本流量表”中 “最终消费支

出”加 “资本形成总额”减 “存货增加”计算得到。

（４）计算各产业的上游度指数 ＵｊＩＯ｛ ｝。

２．计算产品ｊ　ＨＳ 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ＨＳ
产品ｊ　ＨＳ 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ＨＳ 的计算需根据ＨＳ编码的版本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采用２００７年 ＨＳ编码的产品。因为 《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提供了

８位 ＨＳ代码和投入产出部门代码之间的对应表，结合 “中国２００７年投入产

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及代码”，即可形成８位 ＨＳ编码和ＩＯ产业分类之间的对

应表 ｊ　ＨＳ０７，８，ΘＩＯｊ　ＨＳ０７，８（ ）。１在对应表 ｊ　ＨＳ０７，８，ΘＩＯｊ　ＨＳ０７，８（ ）和各产业的上游度指

数 ＵｊＩＯ｛ ｝的基础上，即可计算出８位ＨＳ编码的产品上游度指数 Ｕｊ　ＨＳ０７，８｛ ｝。

第二类是采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２或２０１２年ＨＳ编码的产品。对这类产品上游度

的计算，我们利用了联合国提供的各版本 ＨＳ对应表２在６位编码的基础上进

行。以１９９６年 ＨＳ编码的产品为例，首先根据联合国提供的 ＨＳ对应表生成

对应表 ｊ　ＨＳ９６，６，Θ
ＨＳ０７，６
ｊ　ＨＳ９６，６

（ ）；然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产品ｊ　ＨＳ９６，６ 的上游度

指数Ｕｊ　ＨＳ９６，６：

Ｕｊ　ＨＳ９６，６＝
∑ｊ　ＨＳ０７，６∈Θ

ＨＳ０７，６
ｊＨＳ９６，６∑ｊ　ＨＳ０７，８∈Θ

ＨＳ０７，８
ｊＨＳ０７，６

Ｕｊ　ＨＳ０７，８×Ｔｊ　ＨＳ０７，８

∑ｊ　ＨＳ０７，６∈Θ
ＨＳ０７，６
ｊＨＳ９６，６∑ｊ　ＨＳ０７，８∈Θ

ＨＳ０７，８
ｊＨＳ０７，６

Ｔｊ　ＨＳ０７，８
，

其中ΘＨＳ０７
，８

ｊ　ＨＳ０７，６
为２００７年ＨＳ编码下６位产品ｊ　ＨＳ０７，６对应的８位产品ｊ　ＨＳ０７，８构

成的集合；Ｔｊ　ＨＳ０７，８ 为２００７年８位产品ｊ　ＨＳ０７
，８ 的贸易规模，该数据由２００７年

海关统计明细数据按产品加总得到。最后，计算１９９６年 ＨＳ编码下８位产品

ｊ　ＨＳ９６，８ 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ＨＳ９６，８ ，令其等于所属的６位产品的上游度指数

Ｕｊ　ＨＳ９６，６ 。采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计算出２００２和２０１２年 ＨＳ编码下各产品上

１ 除产品 “２７０５００００”“５３０１１０００”“７２０６１０００”“７２０６９０００”“７３０７１９０００”和 “８５２９９０９０”外，ΘＩＯｊＨＳ０７，８
均只包含一个ＩＯ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中国企业出口的部分产品在 《中国投入产
出表２００７》中的 “２００７年海关统计商品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分类对照表”中未涉及。我们目前并未对
这些产业进行特殊处理，而是直接认为它们的上游度指数缺失。
２ 对应表来自联合国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Ｃ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ｎｏｔｅ　ｏｎ　ｉ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０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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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度指数 Ｕｊ　ＨＳ０２，８｛ ｝和 Ｕｊ　ＨＳ１２，８｛ ｝。３

３．计算企业ｉ的出口上游度指数

在计算出各种 ＨＳ 编码下产品上游度指数 Ｕｊ　ＨＳ９６，８｛ ｝、 Ｕｊ　ＨＳ０２，８｛ ｝、

Ｕｊ　ＨＳ０７，８｛ ｝和 Ｕｊ　ＨＳ１２，８｛ ｝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公式 （１）和公式 （２），计

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企业出口产品的上游度指数 ＵＸ
ｉ｛ ｝和 ＵＭ

ｉ｛ ｝。其中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企业贸易产品使用的是１９９６年 ＨＳ编码，因而使用 Ｕｊ　ＨＳ９６，８｛ ｝度量各

产品ｊ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企业贸易产品使用的是２００２年的ＨＳ
编码，因而使用 Ｕｊ　ＨＳ０２，８｛ ｝度量各产品ｊ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企

业贸易产品使用的是２００７年的 ＨＳ编码，故使用 Ｕｊ　ＨＳ０７，８｛ ｝度量各产品ｊ的

上游度指数Ｕｊ ；最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贸易产品使用２０１２年的 ＨＳ编码，所以

计算企业出口上游度指数时使用 Ｕｊ　ＨＳ１２，８｛ ｝度量产品ｊ的上游度指数Ｕｊ 。４

三、实证模型、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

我们在借鉴Ｚａｖａｃｋａ（２０１２）和Ｌ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５）研究的基础上，构建

如下计量模型，以考察危机中出口企业的上游度对出口行为的影响。

１．出口决策模型

根据理论框架，处于价值链中越上游的企业越容易受到贸易波动的影响。

这一影响体现在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进入出口市场或者说迫于某种压力

必须退出出口市场，因此我们构建了如下出口决策模型：

Ｐ　ＥＸｉｔ｜Ｘｉｔ（ ）＝φ（β０＋β１Ｕｐ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２Ｕｐｉｔ＋

β３Ｘｉｔ＋δｓ＋δｔ＋δｐ ＋μｉｔ），

其中ＥＸｉｔ 为企业ｉ在ｔ年是否开展出口行为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在ｔ年进

行了出口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Ｕｐｉｔ为企业ｉ在ｔ年的出口上游度，Ｃｒｉｓｉｓｔ代

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虚拟变量，危机发生之后的年份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在我们的基础模型中，根据现有文献的一般处理方法 （如Ｚａｖａｃｋａ，２０１２），

以２００８年９月雷曼兄弟破产为危机发生的时间节点，设定２００８年之后年份

取值为１，之前年份为０。Ｘｉｔ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要素密集度、融资

３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海关 ＨＳ编码的前６位和国际标准一致，但各年份均有小部分６位产品未
被海关相应年份的对应表包含。我们假定这些６位产品连同其包含的所有８位产品的上游度指数均
缺失。　
４ 对于特定企业而言，当价值链上游度等于１时，可以认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被直接作为最终品使用，
处于价值链最下游；而当取值大于１时，可以认为企业生产的产品至少有部分被作为中间投入使用。
随着价值链上游度指数取值增加，表明该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多地被用作中间投入所使用。因此，对于
两家企业而言，可以认为价值链上游度指数高的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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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企业生产率、市场集中度、企业年龄、外资进入程度、国有资本进入

程度以及企业规模。δｓ、δｔ 和δｐ 分别代表了行业、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μｉｔ
为误差项。

２．出口额变动模型

为了考察企业上游度对出口额变动的影响，我们借鉴了格兰杰异方差检

验的思路 （Ｇｌｅｊｓ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采用两阶段的估计方法 （Ｚａｖａｃｋａ，

２０１２）。首先，我们在控制时间、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的模型中，估计了其对

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并得到了相应的残差项。然后，我们将企业的上游

度和金融危机的交叉项对前述残差项进行回归，以考察危机前后不同寻常的

巨大残差是否是由于企业的上游度位置差异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所能解释的。

具体的，我们构建的第一阶段模型如下：

Ｍ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δｓ＋δｔ＋δｐ ＋εｉｔ，

其中Ｍ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代表企业ｉ在ｔ年的中点出口额变动率５，δｓ、δｔ 和δｐ 分别

代表了行业、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误差项。该模型提供了可以预测企业

出口按照以往的时间趋势和宏观因素下的出口密集度，从而得到那些无法通

过以往宏观经济环境和时间趋势所能解释的部分，作为我们第二阶段估计的

被解释变量：

εｉｔ＝β０＋β１Ｕｐ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２Ｕｐｉｔ＋β３Ｘｉｔ＋θｉｔ，

其中，Ｕｐｉｔ 为企业ｉ在ｔ年的出口上游度，Ｃｒｉｓｉｓｔ 代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虚

拟变量，Ｘｉｔ 为其他控制变量，θｉｔ 为误差项。

３．出口动态模型

除了考虑静态的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额变动，我们还有必要关注危机前

后出口行为调整的持续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将采用生存分析来考察企业进入

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行为。由于离散时间模型具有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的优点，

又能够避免其比例风险假设不合理和难以控制无法观测的异质性等缺陷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１０），本文构建随机效应离散时间Ｌｏｇｉｔ和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进行分析。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ｌｎ　ｈｖｔ，Ｘ（ ）［ ］＝β０＋β１Ｕｐ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２Ｕｐｉｔ＋β３Ｘｉｔ＋

γｉｔ＋δｓ＋δｔ＋δｐ ＋σｉｔ，

其中Ｕｐｉｔ 为企业ｉ在ｔ年的出口上游度，Ｃｒｉｓｉｓｔ 代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虚

拟变量，Ｘｉｔ 为其他控制变量，δｓ、δｔ 和δｐ 分别代表了行业、时间和省份固

５　Ｂｒｉｃｏｎｇ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Ａｌｔｏｍｏｎ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等的做法，采用当期与滞后期差值占当期与滞
后期加总值二分之一的比率作为中点贸易波动，以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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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σｉｔ为误差项。β为估计参数，γｉｔ为基础风险函数，σｉｔ为服从正态分布

的误差项，ｖ为不可观察的异质性。估计得到的参数，我们通过计算ｅβｉ 得

到风险比率。若风险比率大于１，则说明该变量的增加将导致企业在出口中

的风险率增加；若比率小于１，则表明该变量的增加可以延长企业在出口中

的持续时间；若比率等于１，则表示该变量对企业参与出口的持续时间没有

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是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简称工企

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简称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是目前

可获得的微观企业数据中最详细和完善的版本，从而得以满足我们以金融危

机前后样本作为考察对象的需求。由于工企数据存在较多的数据缺失和异常

值问题，我们首先参考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对工企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处理。

其次，我们需要对工企和海关数据进行整合。由于工企数据提供了与企业特

征相关的指标，海关数据提供了海关的每笔交易记录，但两套数据的企业编

码并不完全相同。在实际合并时，本文参照了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方

法，采用未剔除任何企业的原始工企数据与海关数据分两步进行匹配。最终，

以工企数据为基础数据，我们的平均匹配率为１８％，与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平均匹配率１７％较为接近。具体匹配情况，可参见表１的分年度匹

配比率。

表１　匹配前工企数据与匹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

年份
企业数

未匹配 匹配 占比

２０００　 １０６　９０１　 １６　５１９　 １５％

２００１　 １２４　８５７　 ２０　３４３　 １６％

２００２　 １３４　９７４　 ２２　８９９　 １７％

２００３　 １５５　７４５　 ２７　２０３　 １７％

２００４　 ２３０　０５１　 ４１　７２５　 １８％

２００５　 ２２９　１４０　 ３８　７６０　 １７％

２００６　 ２５６　２８３　 ４９　１６０　 １９％

２００７　 ２９１　０７７　 ５１　０２６　 １８％

２００８　 ３５８　８３２　 ６２　４４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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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企业数

未匹配 匹配 占比

２００９　 ３０５　００４　 ５４　８５９　 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５８　５０３　 ４５　４３１　 １８％

２０１１　 ２７８　８９２　 ５１　６３５　 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８９　２０１　 ７０　２８７　 ２４％

２０１３　 ３２０　３４１　 ７４　４２９　 ２３％

　　注：该表报告的年度观测数为未剔除异常值和会计准则调整样本，故与实际回归样本数有所不同。

（三）变量说明

除了核心变量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企业的异质性因素：①融资能力。

本文使用利息支出中不能为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企业所有制、内部融资能力

和资金需求规模所解释的部分作为外部融资能力的度量。②企业生产率。由

于２００７年之后的工企数据缺失中间投入以及增加值数据，本文采用人均销售

产值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③市场集中度。采用通常使用的赫芬

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简称ＨＨＩ）来测度市场集

中度。本文我们采用企业的销售额占四分位的行业总销售额百分比的平方和

来计量企业所处行业的 ＨＨＩ。④企业年龄。本文运用以下公式得到企业成立

时间：企业成立时间＝当年年份—企业开业年份＋１。⑤企业所有制特征。在

识别企业所有制类型时，具体的估算方法是按照企业注册投资资本所占比重
（≥５０％）来区分 （聂辉华等，２０１２），包括是否国有企业和是否外资企业。

⑥企业规模。本文采用企业销售产值来表示企业规模 （于洪霞等，２０１１）。

⑦资本密集度。本文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

值取对数来衡量要素密集度。

（四）企业上游度的典型事实分析

根据测算结果，我们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企业出口上游度虽在金融危机

后出现过下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但总体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

企业出口的价值链位置在２０００年之后总体表现为不断提高的特征，这一发现

与 Ｈａｇｅｍｅｊｅｒ　ａｎｄ　Ｇｈｏｄｓｉ（２０１６）采用 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方法对欧盟企
业的价值链上游度指标测算发现一致，即总体上各个国家的企业表现出了明

显的上游化趋势。具体来说，２０１３年相较２０００年提高了近３．２％，尤其是

２００７年中国企业的出口上游度水平达到了峰值为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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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企业的出口上游度变动趋势

从具体行业来看，中国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最高 （均值为

３．１），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均值为２．９），最后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均值

为２．７），这也与 “微笑曲线”所表征的价值链分工模式的特征相匹配，即技

术研发等环节一般处于相对较为上游的生产环节，加工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则处于较为下游的生产环节。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震

荡型增长模式所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直

到２０１１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最终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超过以往的

平均上游度水平，达到了２．８左右。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按产业类型 （左）和区域类型 （右）划分企业的出口上游度变动趋势

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上游度水平要远高于中部地区，由最初

的相差无几，到２００７年之后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 “剪刀差”现象，直至

２０１３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平均上游度水平高出

０．１９。６这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调和落实密不

６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１１个省
（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１０
个省 （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
１０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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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尤其是伴随东部地区技术升级以及中西部地区传统优势逐渐消失，东

部地区从原有的价值链低端加工贸易模式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从而大幅度地

刺激了东部地区的价值链位置升级，并呈现出了与中西部地区愈来愈突出的

差异，形成了鲜明的 “剪刀差”现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模型估计

１．出口决策分析

我们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企业的出口决策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列于表２中。

第 （１）列为仅控制行业、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

上游度与危机的交互项为显著的负向效应，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该结

果表明，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越上游的企业越无法开展出口行为。第 （２）列

为控制了其他企业特性后的估计结果，核心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第 （１）列

的估计结果类似，即危机期间越上游的企业越不倾向于开展出口贸易。前述

分析中我们采用了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但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内在的强假设要求

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为标准的正态分布，但事实上可能存在符合逻辑分布的

累积分布函数形式，因此我们将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作为替代性的回归方法进行再

估计 （第 （３）列），模型的估计结果仍在１％的显著性上支持了理论模型的预

测，“长鞭效应”的确存在于相对上游的企业的出口表现中。第 （４）列为采

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按照Ｆ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提出的构造分组

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ＩＶ）的思路，我们选取四位行业—省份平均的企业上

游度作为企业上游度变量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仍然支持了本文的核心假说，

也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处于价值链越上游的企业，越不倾向于开展出口决策。

第 （５）列为加入上游度滞后一期项的估计结果，本文的核心指标仍然显著成

立。第 （６）列为仅加入上游度单独项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上游度越高的

企业越不倾向于进行出口决策。当然，我们也在全部的基准回归中加入了上

游度指标单独项，但这一个指标的加入并没有干扰核心变量金融危机与上游

度交互项显著为负的影响，且这一指标单独加入的估计系数较之第 （１）—

（５）列中交叉项和单独项之和的估计系数要小，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期间越上

游企业不倾向于进行出口决策的倾向存在一个放大效应，以至于在金融危机

期间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非出口意愿。此外，基于上游度分布中１０％和９０％分

位数的模拟效应分析，也进一步支持了危机期间上游度水平差异造成的出口

意愿差异性具有经济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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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出口决策的基本回归分析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６＊＊＊ －０．４６３＊＊＊ －０．２４４＊＊＊ －０．４８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上游度 －０．２８９＊＊＊ －０．２２９＊＊＊ －０．４０５＊＊＊ －０．２２３＊＊＊ －０．３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上游度滞后一期 －０．３１５＊＊＊

（０．０２３）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０．７７５＊＊＊

（０．００２）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４６．１８０

（０．００１）

观测数 ２０６　４０３　 ２０３　７０８　 ２０３　７０８　 ９１　７８７　 ９１　７８７　 ２０３　７０８

　　注：（１）括号中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回归结果

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３）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在回归结果报告中

省去了控制变量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表３－表７同。

２．出口总额分析
我们进一步考察企业上游度与出口额变动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列于表３

中。其中第 （１）列为仅考虑行业、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结果显示金

融危机期间处于价值链越上游的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贸易缩减，具体来说单

位标准差的上游度位置调整，会导致企业的贸易额增长率下降２．５％。因此，

前文所描述的 “长鞭效应”在危机期间的中国企业出口表现中得到了验证，

即相对上游企业在面临冲击时会出现更为严峻的贸易波动。第 （２）列中我们

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以及聚类稳健标准误的考察，我们的核心结论依旧显著

成立。第 （３）列为考虑其他企业层面特征的再估计，本文的核心假说仍然得

到了支持。第 （４）列为考虑了聚类稳健标准误、企业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其他

特征后的综合估计结果，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显著成立。第 （５）列为仅加入

上游度单独项进行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越上游企业的出口额缩减幅度越大。

当然，与其他基准回归中加入上游度指标单独项相比，第 （５）列上游度单独

项的估计系数要小于交叉项和单独项加总的估计系数，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期

间越上游企业受到出口额减少的冲击存在一个放大效应，以至于在金融危机

期间表现出了更突出的出口额下降。此外，基于上游度分布中１０％和９０％分

位数的模拟效应分析，也进一步支持了危机期间上游度水平差异造成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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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差异性具有经济显著性。

表３　出口密集度的基础回归分析

ＯＬＳ　 ＦＥ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１） （２） （３） （４） （５）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上游度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上游度滞后一期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２）

观测数 １４８　８３８　 １４８　８３８　 １４７　３０９　 ７０　０８６　 １４７　３０９

Ｒ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４７８　 ０．５１０　 ０．４７８

３．出口存活分析
我们将企业的上游度与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进行回归，以考察价

值链位置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中动态效应的影响，结果列于表４。表４第 （１）

列的结果为采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处于

价值链越上游的企业面临更高的退出风险，表现为交叉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危机期间，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面临的出口

市场退出风险高１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长鞭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的

确是导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原因。与第 （１）列的结果类似，在第 （２）列

中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第 （３）列中，我们加入上游度指标的

滞后一期项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显著成立。在第

（４）列中，我们仅加入了上游度指标的单独项，结果表明该指标对企业退出

出口市场的风险具有正面影响但该影响并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也就是说，越上游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出口

退出风险，但这一现象并不显著成立，但当企业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一

累加效应则显著成立。

表４　出口存活的基础回归分析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０９＊＊

（３．８７） （４．１０）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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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上游度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３） （１．７４）

上游度滞后一期 １．００５

（０．４９）

观测数 １３４　０００　 １３４　０００　 ５７　００８　 １３４　０００

（二）上游度冲击还是其他危机假说是解释 “贸易崩溃”的原因？

基于前文的综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危机期间贸易波动的

原因。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在考虑其他可能的影响机

制时，“长鞭效应”是否仍然是解释危机期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原因呢？

为此，我们将在企业上游度和贸易波动模型中，逐一引入存货调整效应、

融资约束效应、贸易保护主义崛起等三个效应对企业出口决策、出口额波动

以及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影响，结果列于表５—表７中。其中表５为出口决策

的分析，第 （１）列为考虑存货调整时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企业存货数量越

高的企业在危机期间的确面临更高的退出风险，但即便如此，我们的核心结

论依旧显著成立，且这一 “长鞭效应”带来的危机期间出口行为发生概率下

降的现象仍然存在。第 （２）列为控制了融资约束后的再估计，结果也依旧与

前述分析相一致。类似的，我们还分别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最终品贸

易自由化的影响，我们发现即使控制融资约束扩大、贸易保护的增加 （自由

化的减少），也并没有弱化 “长鞭效应”在危机期间对企业退出市场的负面

影响。

表５　出口决策的其他假说检验

存货调整 融资约束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１） （２） （３） （４）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０．３８６＊＊＊ －０．４０２＊＊＊ －０．２５９＊＊＊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金融危机×存货比率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０）

金融危机×融资能力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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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存货调整 融资约束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１） （２） （３） （４）

金融危机×中间品自由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金融危机×最终品自由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观测数 ２０３　６９５　 ２０３　７０８　 １８７　９９０　 １８０　４３８

进一步，我们还分析了在考虑其他可能导致危机期间贸易缩减的假说时，

“长鞭效应”对企业出口额调整的影响，估计结果列于表６。其中第 （１）列为

考虑存货调整时的估计结果，第 （２）列为控制了融资约束后的再估计，第
（３）和第 （４）列分别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存货比率、融资约束、中间品贸易保护增加、最终品贸易

保护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得到了 “长鞭效应”在危机期间对企业出口额

存在显著负面影响的结论。

表６　出口额的其他假说检验

存货调整 融资约束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１） （２） （３） （４）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金融危机×存货比率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金融危机×融资能力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金融危机×中间品自由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金融危机×最终品自由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观测数 ７６　０７１　 ７６　０７５　 ７０　１２０　 ６７　７１０

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导致危机期间贸易缩减的机制，讨论 “长
鞭效应”对企业退出出口市场风险的影响，估计结果列于表７。类似的，第
（１）列为考虑存货调整时的估计结果，第 （２）列为控制了融资约束后的再估
计，第 （３）和第 （４）列分别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的影响。与本文基准模型分析一致，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存货比率、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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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贸易保护增加、最终品贸易保护增加的情况下，“长鞭效应”仍然是解
释危机期间企业退出海外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一影响效应在考虑融资约束和
最终品贸易自由化时尤为突出。

表７　出口动态的其他假说检验

存货调整 融资约束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１） （２） （３） （４）

金融危机×上游度 ０．９８６＊＊＊ １．００５＊ ０．９８０＊＊＊ １．００７＊

（－４．９３） （１．７３） （－３．５８） （１．８４）

金融危机×存货比率 １．２８８＊＊＊

（１７．８６）

金融危机×融资能力 １．００１

（０．１４）

金融危机×中间品自由化 １．０２２＊＊＊

（９．９９）

金融危机×最终品自由化 １．００７＊＊＊

（８．４６）

观测数 １３３　９８８　 １３４　０００　 １２６　６９９　 １２１　８９７

（三）上游度与危机期出口行为的动态转换

前述分析中，我们未区分样本中企业的动态调整情况。实际上，在本文
研究的样本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企业的出口行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集约边际
和广延边际引致的效应。其中集约边际主要是由于持续存在企业的调整带来
的，广延边际则包括了新进入的企业和退出的企业两个方面。由于本文的样
本期较长，且工企数据存在规模上样本选择等问题，导致准确界定企业的动
态调整类型并非易事。为了确保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了两种识别方
法来考察企业的动态调整类型。

我们先界定统一企业名称的企业如果连续出现在样本中则被定义为持续

存在的企业。紧接着，我们将那些前一年不存在，但是第二年存在的企业界
定为新进入的企业，然后依次识别每一年中的企业所属的类项。类似的，我
们将前一年存在，但后一年消失的企业界定为退出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统计误差和工企数据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存在一些企业出现在样本中
之后消失又再出现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就该部分特殊的问题样本进行调
整，我们分别考虑了连续三年中的企业和连续五年中的企业类项，分别对上
述两种情况的识别偏差进行纠正。最后，排除了部分无法准确识别企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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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的企业，并将目前样本中企业的类项划分情况做了如下汇总，见表８。
其中方法１为考虑连续三年的识别方法，方法２为考虑连续五年的识别方法。
总体来看，持续存在的企业占据了样本中的绝大多数 （超过了７２％），其次为
新进入的企业 （约为１７％—１８％），最少的是退出的企业样本。同时，相比而
言，新进入企业的平均上游度水平是最高的 （约为２．８８），其次是持续存在的
企业 （约为２．８７），这两类企业的上游度水平都远远高出了退出的企业。

表８　区分企业动态调整类项的统计描述

方法１

上游度 观测数 观测数占比 （％） 调整占比 （％）

持续存在企业 ２．８６５　 １１２　３７９　 ５４．４５　 ７２．０８

新进入企业 ２．８８３　 ２７　６１０　 １３．３８　 １７．７１

退出企业 ２．８３９　 １５　９０７　 ７．７１　 １０．２１

方法２

上游度 观测数 观测数占比 （％） 调整占比 （％）

持续存在企业 ２．８５９　 ８８　９３０　 ４３．０９　 ７２．７０

新进入企业 ２．８８９　 ２２　５２８　 １０．９１　 １８．４１

退出企业 ２．８２８　 １０　８６９　 ５．２７　 ８．８９

进一步的，我们分别对两种识别方法下的各类型样本进行再回归，估计
结果列于表９中。我们发现，总体来说，无论是持续存在的企业还是新进入
和退出企业，在样本期中都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 “长鞭效应”。也就是说，三
种类型的企业样本中，在金融危机期间，越上游的企业面临了更大的出口风
险———更低的出口决策、更低的出口额以及更低的存活率。同时，在标准化
回归系数后，我们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对新进入的企业尤为突出，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期间的价值链传导效应导致的出口风险对那些新进入的企业最为不

利，这与新进入的企业上游度水平较高也有很大的关系。

表９　区分企业动态调整类型的回归分析

方法１ 方法２

是否出口 出口额 出口生存 是否出口 出口额 出口生存

持续存在企业 －０．３８６＊＊＊ －０．１３３＊＊＊ －０．２８１＊＊＊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７＊＊＊ －０．２３２＊＊＊

新进入企业 －０．４１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９２＊＊＊ －０．４４５＊＊＊ －０．１５９＊＊＊ －０．２６７＊＊＊

退出企业 －０．２９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１＊＊＊ －０．２５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０＊＊＊

　　注：（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仅报告了核心变量即上游度和金融危机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估计

结果。（２）由于考虑企业进入退出问题时，我们无法对新进入企业的出口额增长率进行回归，因此在

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出口额增长率替换成了取对数的出口额进行再估计。 （３）＊ｐ＜０．１０，＊＊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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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中 “长鞭效应”的视角，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处于价

值链上游的企业是否面临更严峻的贸易波动，其中涉及静态的广延边际 （出

口决策）、集约边际 （出口额缩减）以及动态的企业进入退出国际市场等问

题。我们创新性地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测度了关键技术难点———企业层面的上游度，从而得

以实证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上游度对贸易波动的影响效应，不仅考察了

上游度在危机期间是否影响出口决策和出口额波动，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分析

了企业上游度在危机期间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调整的影响效应问题。本文

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首先，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本文测算了企业微观层面的价值链上游度指标，得以考察基于异质性

企业的价值链位置水平。总体而言，从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的上游度水平不断提

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东部沿海地区。其次，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

我们的核心结论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面临更高

的出口风险，表现为更低的出口倾向、更少的出口额增长以及更高的出口市

场退出风险。也就是说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 “长鞭效应”的确是解释

危机期间贸易缩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在考虑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可能的

“贸易崩溃假说”———存货调整、融资约束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时，本文的核心

结论仍然稳健成立。最后，通过对样本中企业类型的进一步识别，我们发现

导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出现基于价值链传导的出口风险，主要是由处于

价值链相对较上游的新进入企业造成。

随着我国上游度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经贸趋势的波诡云谲，更加谨

慎地制定外贸增长战略是当前经济局势进入 “新常态”后值得慎重思考的议

题。一方面，上游度水平的提高代表了我国制造业产业正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以及价值链环节的扩张；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在日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模式的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冲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要确保更为合理的产业

结构布局，在保证传统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国外市场

依赖度较低且具有更高自主研创能力的中间品，这是应对未来价值链分工中

风险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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